
 

电荒治理的第二步第三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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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财新网】（专栏作家 吴疆）今年以来，多种因素导致一些地方出现

拉闸限电，新一轮电荒进入高层视野。10 月 8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对今冬明

春电力和煤炭供应等问题做出进一步部署，10 月 11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

1439 号文件进一步深化煤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。 

2015 年笔者即出版专著《中国式电荒的演进与应对》，个人认为目前

应对措施方向正确，相对及时，具体效果及后续进展，有待密切跟踪观察，

同时，有必要结合本轮电荒的形成机理，深入思考综合治理的第二步第三

步，以更有效应对危机，并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而寻求根治。 

一、本轮电荒的形成机理 

1、历史重现，国际金融危机是直接外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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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世纪初叶，全球范围多种因素累积，形成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；

在能源领域，主要国家普遍出现一次能源价格上涨，以石油为先锋，煤价

普涨 2 倍左右，很多国家的电价也水涨船高平均提高 2 倍左右。而在中国

当时“市场煤、计划电”模式下，虽然煤价追随国际市场从 200-300 元/

吨上涨到 1000 元以上（短期摸高 1200 元左右），而电价却仅“联动”了

大约 30%—40%，由此造成火电企业大面积亏损，形成一轮电荒，直至

2012 年才逐步缓解。 

新冠疫情以来，以美国为首的很多国家采取财政宽松政策，新一轮国

际金融危机快速酝酿；与铁矿石等上游大宗产品相伴，在能源领域，石油

天然气价格暴涨、欧洲等地已形成市场恐慌，煤炭积极追涨、印度等国购

煤发电困难。而在中国目前“计划煤、管制电”模式下，虽然煤价追随国

际市场从 400 元/吨-500 元/吨上涨到 2000 元以上（短期摸高 2200 元左

右），而电价仍处于抑制浮动状态，再次造成火电企业大面积亏损、形成又

一轮电荒。 

由此可见，2021 电荒与 2008 电荒的形成机理高度相似，相当于一种

历史的重演。国际金融危机都是催生电荒的最直接外因，而这次与上次相

比，煤价的跃升显然速度更快、幅度更大、斜率更陡峭，来势汹汹。 

2、症结依旧，煤-电价值链治理是根本内因 

“外因是条件，内因是根据”。2008 年电荒，虽然由国际金融危机催

生，但电荒对于经济社会的影响，本质上依据国家对于电荒的应对与治理。 



 

 - 4 - 

虽然当时也推行了电煤长期合约（定量不定价）、纵向一体化联营等多

种对策，以及价格封顶、涨幅限定、约谈煤企、清理中间加价等多种临时

性的煤炭价格干预措施，但收效甚微、电荒拖延至 2012 年。 

在坚持人为滞后煤电价格联动的情况下，最终主要依靠发电企业履行

社会责任、承受亏损的方式，熬过那一轮困难周期。这种煤-电价值链治理

不健全造成的电荒，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应对与根治。 

 

2011 年对比 2003 年，中国火电行业年度总利润从 458 亿元下降到

206 亿元，同期煤炭行业总利润却从 140 亿元飙升到 4337 亿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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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7—2011 的电荒五年间，全国火电行业累积利润只有 1694 亿元，而

煤炭行业却高达 13362 亿元—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条，“矿藏

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，即全民所有”，这万亿规模的典型的矿产资

源溢价，由于中国煤-电价值链治理不健全，很多流落于私人煤老板之手，

囤房子、炒大蒜、拍电视剧，至今已无从追索。 

时过境迁，历史重演，既相似，又不似。相似的是国家煤-电价值链治

理依然不健全，变化的是绝大多数私人煤老板已洗手上岸，煤炭资源现高

度集中于山西、陕西、内蒙古 3 省区，地方政府支持的地方国有煤炭企业，

有了更加强大的资源控制力与价格话语权——2021 年，国际金融危机再次

带来类似 2008 年万亿规模的煤炭资源溢价，限产保价、显然具有天经地

义的强劲动力。 

3、阶段发展，目标多元化带来治理复杂化 

现代大电力系统具有诸多独特的技术经济特性、信息高度不对称，需

要多层次的公共权力统筹+产业链支撑+长期的体制机制跟进，随着经济社

会发展势必面临日益多元化的治理目标抉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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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电力能源供应领域，改革开放之前，中国属于典型的“廉价而短缺”

模式，生产生活低水平发展；20 世纪 80-90 年代，为适应改革开放对于电

力的需求，通过高强度引进投资、提高电价的方式，逐步缓解电荒，走向

欧洲/日本“昂贵而充裕”模式；但中国政府并未止步于此，新世纪以来，

通过控制电价、国企兜底的方式，不仅逐步兼顾节能、环保等多元政策目

标，更试图打造美国及海湾国家以外的第三种“廉价而充裕”模式，以创

造更好的营商环境。显然，安全＞经济＞环境，既是治理目标优先偏好的

排序，也是中国电力发展的历史轨迹，从二维模型向“不可能三角”升级。 

而近年来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，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治理目标日益

多元化，上述治理目标排序出现较大变动，或者说正处于信念动摇顾此失

彼缺乏共识的转变期。一是碳达峰碳中和“双碳”目标异军突起，煤炭、

煤电均承受巨大政策压力及舆论压力，增产严格受限，小时数长期低迷，

融资日益困难；二是能源消费强度及总量“双控”目标执行环节失措失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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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些地方未从技术进步着手扎实推进，每临考核动辄以强行限电限煤限用

限产而粗暴应付；三是将优化营商环境目标简化为压降用电用能成本，未

全面考虑很多真正高新技术产业对于高可靠性供电的更高要求，抑制支撑

电量/电力需求的正常投资与运营；四是国资国企的经营考核目标体系，更

加倾向资本收益，煤炭企业固然理直气壮追求利润最大化，煤电企业亦不

敢像 2008-2012 年电荒周期一样指望履行社会责任的荣誉安慰，而只能选

择坚持“发有效益的电”。 

据笔者研究，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，电力供应是一个世界性难题，

电荒在时间空间上长期普遍存在，大规模停电事故亦屡见不鲜。相比之下，

改革开放至今中国不仅没有出现过大规模停电事故，而且面对各类电荒，

各级政府积极应对、省长市长跑煤拜电，乃至在尊重电力技术经济特性的

基础上，针对不同阶段各类电荒的机理诱因，逐步形成比较丰富的治理工

具包、技术路线、政策逻辑，使中国在基础设施、营商环境方面形成显著

的竞争优势——但随着上述治理目标多元化，诱发或加剧电荒的内在因素

增多，治理问题复杂化，有了“双控”“双碳”这样的挡箭牌，“有序用

电”这样的遮羞布，各级政府是否还能像当年一样责任明确、态度坚定？ 

4、制度因素，远远大于产能产量因素 

从 2021 年月度火电发电量看，9 月属于典型的负荷低谷期。当月全

国火电发电量仅仅 4427 亿千瓦时，比负荷高峰的 7-8 月降低大约 800 亿

千瓦时，甚至低于 1-2 月春节期间的平均水平，是 2021 年目前为止火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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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电量最低、用煤量亦最低的一个月——在这样的月份，居然还因“缺煤”

造成巨大社会反响的拉闸限电，显然并非真正的煤炭产能产量问题。 

另外 2020 年相比 2016 年，煤电发电量从 39457 亿千瓦时提高到

46296 亿千瓦时、累计增长 17.3%，发电标准煤耗从 294 克/千瓦时下降

到 287 克/千瓦时、累计下降 2.4%，发电用煤量的累计增速大约 14.5%；

而同期，全国煤炭生产量从 24.1 亿提高到 27.6 亿吨（折标）、累计增速亦

14.5%——由此可见，近年来全国煤炭产能产量的总体态势，与发电用煤

需求是基本匹配的。 

 

总之，不论阶段供需态势，还是当月用煤需求，2021 年 9 月都不应

存在特别大的动力煤缺口。即使存在一定空间一定时间的有限缺口，以及

煤种及消费结构一定程度的不匹配，也不应达到大面积限电、开二停五甚

至开一停六、事故拉路拉到居民乃至红绿灯的惨烈地步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_28180


